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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比例原则表达了一种适度、均衡的理念和思想，因而是一项理性的行为准则，能够作用于包括民法
在内的整个法律秩序。比例原则在民法上具有本体论意义和方法论意义双重性质，可以作为一项民法基本原则发
挥作用。民法并非一个独立的自治王国，国家可能通过立法和行政等手段对民事主体的权利和自由进行过度的干
预和限制，而处于优势地位的私人也可能滥用此种优势，使相对人处于不平等地位。将比例原则引入民法的重要
意义在于:在本体论意义上，其可以将民法领域的各种强制力量“关进制度的笼子”，确保民事主体的自由不被过度
限制;在方法论意义上，其可以作为一种分析和评判现行相关规定和做法之妥当性的思考工具，并可指出进一步改
进之方向。在民法典编纂的时代背景下，我们应当不失时机地将比例原则引入民法，以助推我国民事立法和民法
学研究的现代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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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Principle of proportionality expresses the idea of moderate and balanced，thus it is a rational behavior crite-
rion． The principle can play an important role during the whole legal system，as well as civil law． In civil law，principle of
proportionality has dual significance of ontological and methodological，and such principle can act as a fundamental princi-
ple of civil law． Civil law is not an independent space，where rights and liberty of civil subject may be subject to national
excessive intervention and restrictions through legislative and administrative measures． And the private who are in a domi-
nant position may also abuse their advantages，resulting in an unequal state for the other party． The significance of introdu-
cing principle of proportionality into civil law lies in two aspects － ontology and methodology． The first significance is that
the principle can force variety of compulsory power existing in the field of civil law into“a cage of system”，ensuring that
the liberty of civil subject shall not be excessively restricted． The second significance is that it can serve as a tool for analy-
zing and judging whether the relevant existing regulations and practices are appropriate． What＇s more，it can point out the
direction of further improvement of civil law．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compiling of Civil Code，we should introduce princi-
ple of proportionality into civil law，in order to implementation 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legislation and research of civil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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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以来，比例原则在法律秩序中的地位及价值日益凸
显，其在纵横两个方面均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就“纵”的方面
而言，比例原则由最初的一项专门作用于警察法领域的部门
行政法原则，逐步上升为一项行政法上的基本原则，最终成为
一项具有宪法位阶的基本法律原则①;就“横”的方面而言，比
例原则已经从德国“出口”到欧洲②，并对普通法系国家的判
例及学说产生了深刻影响③。身处纵横交错之中的民法，面
对比例原则的强大影响，自然难以“淡定”。于是乎，民事法官
在判案时拿比例原则来说理，民法学者在撰文时引比例原则
为佐证，将比例原则在民法上之适用，视为当然之理。但是，
面对“普通民事案件只是平等主体之间的争议，并不涉及公权
力对基本权利的干预，何有比例原则之适用”之类的诘问，我
们可能无法做出恰当之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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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蒋红珍:《论比例原则》，法律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63 －
69 页。
参见〔德〕安德烈亚斯·冯·阿尔诺:《欧洲基本权利保护的
理论与方法———以比例原则为例》，刘权译，《比较法研究》2014 年第
1 期，第 183 － 199 页。
See Grant Huscroft，Bradley W． Miller ＆ Gregoire Webber，Pro-
portionality and the Ｒule of Law，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p．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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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我国而言，尽管有学者主张民法上有比例原则之适
用①，但是学界对于比例原则何以适用于民法、比例原则在民
法上具有何种地位，仍缺乏系统深入之研究。比例原则在民法
上的地位，仍呈不清晰状态。这不仅限制了比例原则的价值与
作用领域，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民法研究的纵深拓展，制约
了民法的现代转型。事实上，比例原则不只具有拘束国家公权
的一面，其还可为民法在理念和制度层面的更新提供重要的方
法论支持。民法的更新及现代化需依赖民法内外相关资源的
整合与协力，而比例原则可以作为一项重要的教义学及方法论
工具，检视现行相关民法制度及规则之妥当性，并可提出相应
的完善之路径。在民法典编纂的时代背景下，比例原则将大有
可为。有鉴于此，笔者将在前期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对比例原
则在现代民法体系中的地位略陈管见，以就教于方家。
一、比例原则之理论基础
尽管比例原则的源头可追溯到 1215 年公布的英国《自由
大宪章》(Magna Charta Libertatum) ，〔1〕253但是规范意义上的比
例原则却滥觞于 19 世纪德国警察法的理论与实践之中。早
在 1802 年，德国学者 von Berg在其出版的《德国警察法手册》
一书中，就已经明确提及，警察权力只有在必要时方可行
使②。1882 年普鲁士高等行政法院在“十字架山案(Kreuzber-
gurteil)”中认为，警察的权力仅在防止危险领域发挥作用，而
本案中警察机关为了促进福利所颁布的建筑禁令超越了行使
权力所必要的范围，遂判决该项法令无效，原告胜诉。〔2〕119 － 121
“十字架山案”的重要意义在于，其明确提出了日后作为比例
原则之重要成分的必要性原则③。而真正确立比例原则的地
位及其构成内容的判决，当属德国联邦宪法法院于 1958 年审
理的“药房案(Apothekenurteil)”④。在该案中，联邦宪法法院
运用比例原则的基本理论，分别从适当性、必要性和均衡性
(合比例性)三个层面对案件进行审查，并认为比例原则具有
宪法位阶，据此判决本案中所涉及的相关立法及行政决定由
于与比例原则相抵触而违宪。〔3〕138
受“药房案”的影响，学界通说认为，比例原则系由三个
子原则所构成，即适当性原则、必要性原则和均衡性原
则，〔4〕332并认为其具有宪法性的位阶⑤。其中，适当性原则也
被称为“合目的性原则(Zwecktauglichkeit)”，其要求国家权力
在选择限制基本权利的手段时，必须要确认该手段有助于实
现其所追求之目的;必要性原则要求在两个以上可以实现相
同目的的手段中，必须选择最轻的干预手段，因而其也被称为
“最少侵害原则(Eingriffsminimum)”;均衡性原则要求该最轻
干预手段与其所追求的目的之间在效果上必须要均衡、成比
例，因而其也被称为“狭义的比例原则”。〔5〕51在比例原则的三
个子原则中，地位最重要的当属均衡性原则。
因为，“比例原则的前两个阶段都是以国家行为的目的作
为判断手段正当性的前提或标准，目的本身是不被质疑
的”。〔6〕所以，尽管经过了适当性原则和必要性原则的“双层
过滤”，相关的基本权利最终仍可能被侵害。而根据均衡性原
则，即使选择了对基本权利干预最轻的手段，如果该手段与目
的在效果上完全不成比例，对基本权利造成了过度的限制，此
时就不应继续追求该目的，否则相关的权力行使将被认定为
违法或违宪，而不具有合法性及正当性。这样，比例原则就可
以有效地保护基本权利免受国家权力的过度干预和侵入。因
此，有学者认为比例原则源自于基本权的本质，而“基本权是
人民向国家要求自由的表征，它只有在维护公益所必要的范
围内始能为公权力所限制”。〔7〕487基本权利可以为公权力所限
制，而限制基本权利的公权力亦须受到比例原则的限制，不可
对基本权利造成过度之干预。因此，比例原则可对公权力发
挥“限制之限制”的重要功能。〔8〕34
由此可见，比例原则主要是以“手段—目的”之关联性作
为分析工具，来检视限制基本权利的手段与其所追求的目的
之间是否相称，有无逾越必要的限度。因此，比例原则表达了
一种适度、均衡的理念和思想，反对手段和目的各自所代表的
相冲突的法益在效果上显失均衡。有学者认为:“狭义的比例
原则要求相冲突法益之间的相称关系，要求轻重相当、损益平
衡，不可因小失大、得不偿失、利弊失衡”。〔6〕事实上，适当性原
则和必要性原则同样也反映了这种均衡性的思想，如手段要
适合于目的之达成、必须要选择最和缓的干预手段。否则，比
例原则即可介入其间，对这种失衡的状态予以矫正。也正因
如此，有很多学者将比例原则称为“禁止过度”。〔9〕775
比例原则在调和相互冲突的权利、利益和价值方面，具有
广泛的作用空间。〔10〕1其透过三个子原则之间的有机协作，在
个案中可以妥当地判断相冲突的诸种法益在效果上是否均
衡，有无矫正之必要，以达成禁止过度之功效。将比例原则的
功能和价值界定为禁止过度，可以有力地解释比例原则在公
法之外的法律秩序中的适用⑥，也可充分地论证相关法律规
定在逻辑或价值层面所存在之不足⑦。而更为深刻的意义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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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王利明:《法学方法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2 年版，
第 653页。
参见陈新民:《德国公法学基础理论》(上卷) ，法律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425 页。
后来，著名的行政法学者弗莱纳(Fleiner)在其著作中更是形
象地提出了“警察不可用大炮打麻雀(Die Polizei soll nicht mit Kanonen
auf Spatzen schieen)”的名言，要求因警察权力的行使所造成的限制必
须要具有合比例性。Vgl． Fritz Fleiner，Institutionen des deutschen Ver-
waltungsrechts，3． Aufl．，Verlag J． C． B． Mohr，Tübingen 1913，S． 376．
我国学者蒋红珍博士在其著作中对“药房案”进行了详细分
析，参见蒋红珍:《论比例原则》，法律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156 － 174
页。
由于比例原则系经由判例发展而来，而非由成文法所确认和
构建，因而学者认为比例原则“实质上乃一项不成文的宪法原则”。
See Joachim Zekoll，Introduction to German Law，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2005，p． 90．
自从“药房案”确立了比例原则的内容及其位阶之后，德国联
邦宪法法院在“商业代理人案(Handelsvertreterfall)”、“房屋出租者案
(Zwischenvermieterfall)”等一系列民事案件中运用比例原则的基本原
理进行了审理和裁判，而这些案件中并无所谓的国家公权力的运用。
Vgl． Dieter Medicus，Der Grundsatz der Verhltnismβigkeit im Pri-
varecht，AcP192(1992) ，S． 63 － 65．
在《比例原则在民法上的适用及展开》一文中，笔者分别从
“比例原则与侵权损害完全赔偿原则之缓和”、“比例原则与禁治产制
度之存废”和“比例原则与违反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效力之判断”等三
个层面论证了将比例原则引入民法所具有的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参
见郑晓剑:《比例原则在民法上的适用及展开》，《中国法学》2016 年第
2 期，第 158 － 164 页。
在于，“禁止过度”可为比例原则在公私两域中的适用提供统
一的理论基础，尤其是可为比例原则在非国家权力领域中的
适用提供理论依据。就此而言，比例原则具有重要的方法论
意义———其可为判断者提供具有可操作性和可验证性的思考
框架，并可为最终的判断结论提供具有说服力的论证理由①。
也正因如此，以禁止过度、追求实质正义为价值取向的比例原
则才能在私法领域赢得广泛的影响力。当然，理论上对于比
例原则何以能够适用于民法，也存在着不同的认识。对这些
不同的观点进行深入分析，有助于我们更清晰地认识比例原
则在现代民法体系中的地位。
二、比例原则在民法上的适用之争
比例原则成名于公法领域，也主要作用于公法领域，以保
护基本权利免受国家权力的过度干预及限制。那么，比例原
则可否适用于主体之间处于平等地位的民法领域?对此，理
论上有不同的观点和看法，值得深入分析。
第一种观点认为，比例原则可以适用于民法。如李惠宗
教授认为:“从比例原则的发生史来看，此一原则固旨在抑制
国家权力之滥用，于私法关系是否适用，非无探讨之价值。事
实上，比例原则要求‘不要为了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故为
一‘理性之行为准则’，本书认为于私法关系亦应适用，违反
比例原则之私法行为可推定为‘违法’，乃属外部化之行为，
国家即有介入之凭据。”〔11〕121
第二种观点认为，比例原则不可适用于民法。其理由是:
“比例原则是国家与个人间的权衡判断标准，是权衡公共利益
与人权的判断标准，与私人间权利冲突之权衡不同;关于私人
权利间的权衡，在私法上应适用另一套权衡判断的标准，例
如:公序良俗、过失、权利滥用等。”②
第三种观点认为，只有狭义的比例原则(均衡性原则)才
可适用于民法。如苏永钦教授认为:“宪法上适用的一些人权
保障原则，对于私法关系，最接近的应该就是涵蕴了法益权衡
的比例原则，扣掉也许只在统治关系上较能合理化的必要性
与合目的性检验，所谓‘狭义’的比例原则，类推适用到私法
关系便没有什么不妥。”〔12〕357
就第一种观点而言，其将比例原则之价值从传统固有的
“抑制国家权力之滥用”，提升为一项表达了“不要为了达到
目的而不择手段”之观念的理性行为准则，将比例原则之研究
推进到了一个全新的层面，令人耳目一新，为比例原则在其他
法律秩序中的适用，开辟了可能性。事实上，比例原则表达了
手段与目的之间应适度、均衡的理念和思想，这也是整体法律
秩序的基本要求。例如，在刑法上，刑法谦抑原则或者刑法的
谦抑性，就是比例原则之必要性在刑法上的另一种表达，其要
求“只有在具有不得不使用刑罚进行处罚的法益侵害或者威
胁的时候，才可以将该行为作为犯罪，动用刑罚手段进行制
裁”。〔13〕32而我们更为熟知的罪责刑相一致原则或者罪刑均衡
原则，则更是直接体现了比例原则之均衡性的要求。在民法
上，正当防卫要求防卫人采取防卫措施不得超过必要的限度，
紧急避险要求行为人采取造成损失最轻的避险措施，等等，无
不体现了“禁止过度”这一比例原则的精髓。因此，民法早已
将比例原则的基本思想内化为具体的规定，而强调比例原则
适用于民法的可能性及其价值，不过是将这种思想进一步总
结出来，以更好地发挥其在保护私权、限制公权等方面的重大
功能。
就第二种观点而言，其认为比例原则仅适用于国家与个
人之间的公法关系领域，其作为公共利益与基本权利相冲突
时的权衡标准，于主体平等的私法关系中并无适用的余地。
我国亦有学者主张:“要在交易中适用法律保留原则与比例原
则，等于宣告私法的死亡……民法中的财产权与人身自由权
针对的是其他私主体，并得依私人合意进行权利限制，没有适
用法律保留原则与比例原则的余地。”〔14〕笔者以为，尽管比例
原则发轫于公法领域，其目的在于确保公权力之行使不会对
基本权利造成过度之干预和侵害，但是如果就此认为比例原
则之功能仅在于抑制公权力之滥用，而在私法上完全没有适
用之可能，则未免言过其实。
前已述及，比例原则的精髓在于“禁止过度”，实乃一项
“理性之行为准则”，而在包括民法在内的整个法律秩序中均
有普遍适用之价值。在具体操作上，比例原则以其特有的“手
段—目的”之关联性作为分析工具，可以妥当地检视个案中的
法益状况是否均衡。例如，在判断某一避险行为是否构成民
法上的紧急避险时，判断者必须同时考量如下要素:紧急避险
行为必须是为了保护某个正当利益(目的正当性) ;所采取的
避险措施必须有助于保护该正当利益(适当性) ;在有多种避
险措施可供选择时，必须选择造成损失最轻的避险措施(必要
性) ;因避险所造成的损失不能超过保护该正当利益所必要的
限度(均衡性)。因此，将比例原则引入民法，具有重大的方法
论意义，而否认比例原则在民法上的适用，则不适当地限缩了
比例原则的价值及作用范围，因而难言妥当③。
就第三种观点而言，其认为均衡性原则可以在民法上适
用，而适当性原则和必要性原则不宜引入民法。这种观点肯定
比例原则在民法上有适用的空间，值得赞同。不过，其主张将
比例原则的三个子原则割裂开来，是否妥当，值得探讨。前已
述及，通说认为，比例原则由三个子原则所构成，而且这三个子
原则在判断上有一定的先后次序，即先判断手段与目的之间有
无适当性，以排除与目的无关的手段;再判断有无其他更为和
缓的干预手段;最后判断该手段与目的之间在效果上是否相均
衡。应当说，这符合人们进行判断时的一般认识规律和思维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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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比例原则并非呈现单一的面向，而是具有“本体论意
义”和“方法论意义”的双重性质。前者是传统的比例原则所固有的
意义，其目的在于为国家权力干预基本权利划定界限;后者主要是比
例原则适用于非国家权力领域时所具有的作用，其目的在于为相关的
判断提供方法论上的支持和依据。对此，后文将会进一步展开。
See Barak，Aharon，Constitutional Human Ｒights and Private
Law，in:Daniel Friedmann ＆Daphne Barak － Erez(ed．) ，Human Ｒights
in Private Law，Hart Publishing 2001，pp． 36 － 41．转引自李昕:《论比例
原则于民法上之运用》，台湾大学法律学院法律学系 2012 年硕士论
文，第 18 页。
此外，第二种观点的立论基础，实质上是主张民法乃独立王
国，因而作为拘束国家公权力的比例原则没有用武之地。殊不知，民
法并非独立王国，民法领域同样也有国家公权力的运用。因此，即使
承认比例原则仅具有本体论意义，第二种观点也势难成立。对此，后
文将会详细展开。
辑。因为，最严厉的手段只能是作为最后的手段。〔4〕333这就决
定了在动用均衡性原则否定相关行为的效力之前，尚需审慎地
权衡手段与目的间是否“适合”，有无“必要”。在此基础上，方
可对过于失衡的法律关系进行调整和矫正。
否则，迳行以目的与手段间不成比例为由，否认相关行为
之效力，未免过于武断。准此以言，则比例原则所具有之指引、
约束、预见、说理诸功能将全然尽失，而均衡性原则在民法上适
用之主张终将流于形式。也就是说，适当性、必要性和均衡性
原则身上储存着比例原则的价值基因，抽离其中任何一个子原
则，都将造成比例原则整体功能的缺失。当然，这不是说在任
何时候都必须严格按照三个子原则进行判断，缺一不可。毋宁
说，这三个子原则为判断者提供了一种具有可操作性的思考框
架和判断理由，可以指引其作出具有可预测性和较强说服力的
判断结论。在不同的场合，这三个子原则以不同的分量和方式
呈现，以求取得实质正义之结果。
学者之所以对比例原则能否适用于民法存在截然相反的
认识，是因为人们往往只看到了比例原则的某个侧面，而没有
看到其全貌，从而遮蔽了对比例原则之价值与特性的准确定
位。事实上，比例原则同时具有双重性质和意义———“一方面，
它是一种规范，违反此规范将遭受制裁;另一方面，它也是一种
审查工具或手段，为执法者提供制裁的理由”。〔15〕8这两种性质
可被概括为比例原则所具有的“本体论意义”和“方法论意
义”。比例原则的“本体论意义”是指，比例原则“作为人民之
自由权利不受公权力的不当限制与侵害之准绳”，〔16〕127其本身
就是一项宪法原则和宪法要求。因此，“任何国家公权力之行
为，违反了这个原则，会导致违宪的后果”。〔17〕425比例原则的
“方法论意义”是指，比例原则提供了一套可供理性操作和论辩
的思维工具，其可为最终的结论提供强有力的支撑理由，但是
不会直接导向违宪。因此，在国家权力领域适用的比例原则，
主要具有本体论的意义，而在非国家权力领域适用的比例原
则，则更多地具有方法论的意义。
当然，这并不是说在民法上适用的比例原则只具有方法
论的意义而不具有本体论意义。因为，尽管民法具有诸种独
立性，但是其仍然需要服从政治制度的基本决定;民法规范不
是由私人意志创设出来的，而是由负责规范制定的国家机关
制定的。〔18〕37如果立法者逾越了私法自治的固有领域，并将法
律行为当作一种不自主的手段使用，此时基本权利(在民法
上)就具有直接效力，适当性原则、必要性原则和(狭义的)比
例原则就可得到适用。〔9〕745由是观之，在民法上适用的比例原
则兼有本体论意义和方法论意义双重性质。
民法并非一个独立的自治王国，国家可能通过立法和行
政等手段对民事主体的权利和自由进行过度的干预和限制，
而处于优势地位的私人也可能滥用此种优势，使相对人处于
不平等地位。因此，民法领域事实上充满了各种强制，使私法
自治无从实现①。将比例原则引入民法的重要意义在于:在
“本体论意义”上，其可以将民法领域的各种强制力量“关进
制度的笼子”，确保民事主体的自由不被公权力过度干预;在
“方法论意义”上，其可以作为一种分析和评判现行相关规定
和做法之妥当性的思考工具，并可指出进一步改进之方向。
当然，在民法上的利益均衡机制运作顺畅、私法自治能够切实
实现的情况下，比例原则并无适用的余地和必要②。
三、作为民法基本原则的比例原则
前已述及，比例原则在民法上兼有本体论和方法论双重
性质，因而意义重大。那么，在现代民法体系中，比例原则具
有何种地位?其与民法上的“帝王条款”———诚实信用原则
之间具有何种关联?对此，我国学界鲜有研究。笔者以为，比
例原则具备担纲一项民法基本原则的地位，其与诚信原则既
有价值及适用上的密切关联，也有构成及功能上的明显差异。
(一)民法基本原则的再构成
拉伦茨指出:“整个法秩序(或其大部分)都受特定指导性
法律思想、原则或一般价值标准的支配。”〔19〕316在民法领域，这
种处于支配地位的思想、原则或一般价值标准被称为“民法基
本原则”。但是，民法基本原则包括哪些内容，则众说纷纭、莫
衷一是。如有的学者认为包括诚实信用原则、公序良俗原则和
绿色原则三种③;有的认为包括平等原则、合同自由原则、公平
原则、诚实信用原则、公序良俗原则和禁止权利滥用原则等六
种④;有的学者认为包括了契约自由原则、过错责任原则、私
有财产权神圣原则、权利本位原则、民事主体地位平等原则和
诚实信用原则等六种⑤;等等，不一而足。因此，有学者认为:
“我国学界并未形成一个体系相对稳定和认知大体相同的民
法基本原则体系，即使对一些普遍认可的民法基本原则，但对
原则的内涵、外延以及适用上也存有不同的意见。”〔20〕55
学者之所以对民法基本原则存在如此不同的认识，一方
面与学者自身所处的立场有关，另一方面也与民法基本原则
本身的灵活性和开放性有关。如果秉持解释论的立场，则只
能根据现行法的规定得出结论。如果采取立法论的态度，则
可“不拘泥于现行法规范，而从应然角度提出自己的看
法”。〔21〕34事实上，以解释论的角度揭示民法基本原则之内涵
及外延的做法存在较大的局限性，并不可取。因为，“立法者
未必自始就意识到这些规整内容的原则，它有时是由学界嗣
后整理出来的”。〔19〕214民法基本原则本身具有相当的弹性，唯
有如此，民法方能与不断变化的时代相接续，与时俱进。而立
法者受制于有限理性、社会关系的发展变化等诸多因素，亦难
以对民法基本原则作出周全的规定。即便作出了规定，可能
也并不符合民法基本原则之“质的规定性”⑥。因此，“对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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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进一步论证了上述第二种观点的不合理性，因为其是以
民法的绝对独立为立论前提的。
对于比例原则在民法上适用的“能度”及“限度”，后文将进
一步探讨。
参见徐国栋:《民法基本原则解释》，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 年
版，第 11页。
参见梁慧星:《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46 －52页。
参见李永军:《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40 －83页。
例如，《民法通则》第 3 条规定:“当事人在民事活动中的地位
平等”;第 4 条规定:“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
用的原则”。有学者就此认为民法基本原则包括了平等原则、自愿原
则、公平原则、等价有偿原则、诚实信用原则。事实上，此处的平等和
公平之表达，毋宁说是一种更高层面的法律价值在民法领域之重述和
宣示，将其认作民法基本原则，似有可议。
者而言，将所有的法律基本原则，以明确的文字，表现在法条
规定之上，可借简单的推论径予适用，系一项难以完成的任
务。由于社会之繁杂多变，亦非立法者所能完成之工
作。”〔22〕227
学者需要从理论上揭示蕴含于法律制度之中的“思想、原
则或一般价值标准”，以提炼出具有高度概括性和广泛适用性
的基本原则，从而更好地指引立法、约束司法和服务于法律实
践。例如，现代民法注重保护当事人的合理信赖，维护动的安
全，善意取得、表见代理、越权代表、债权表见让与、权利失效、
缔约过失责任等民法制度和规则均表达了保护合理信赖的价
值取向，因而越来越多的民法学者主张信赖原则或者信赖保
护原则应当作为现代民法的一项基本原则①。因此，民法基
本原则具有开放性的特质，这是现代民法开放性的集中体现，
是现代民法富于生机活力的表征。任何将民法基本原则予以
限定的主张和做法，必定是以牺牲民法进一步发展的空间和
可能性为代价的。当然，主张民法基本原则的开放性并不是
主张民法基本原则的选择和确定是任意的、毫无章法的，人们
必须为其主张承担严格的“论证责任”。笔者以为，民法基本
原则必须具备以下品质:内容的高度概括性、范围的广泛适用
性和效力的强行性。
就此而言，比例原则具备担纲一项民法基本原则的基本
品质。其一，比例原则尽管包含了三个子原则，但是其并非要
件及效果均规定得十分明确的法律规范，在判断及适用上存
在一定的抽象性，因而其具有较为广泛的原则覆盖面。在民
法上，比例原则“可广泛地作用于正当防卫、紧急避险、重大误
解、相邻关系、显失公平等具体的民法领域，而且在侵权损害
完全赔偿原则的缓和、禁治产制度的存废、违反强制性规定的
合同效力的判断等诸多问题的解决方面，比例原则亦可在方
法论和教义学层面发挥重大功能”。〔23〕其二，比例原则对民事
立法、民事司法和民事活动均有不同程度的拘束力———立法
者需要适度地干预民事主体的权利和自由;司法者在个案的
利益衡量中，需要根据比例原则审慎地权衡相冲突的法益在
效果上是否均衡;民事主体在行使权利时同样不能过度而为，
使双方的权利义务过于失衡。其三，违反比例原则的民事立
法、民事司法和民事活动难以产生预期的法律效果———违反
比例原则的民事立法因为过度地干预了民事主体的权利和自
由，因而存在违宪的可能性;违反比例原则的民事司法，没有
妥当矫正当事人之间失衡的权利义务，存在滥用自由裁量权
的可能性，因而构成上诉审的实质理由;违反比例原则的权利
行使或法律行为，同样不能产生当事人所期待的法律效果。
因此，将比例原则定位为现代民法的一项基本原则，既可
有效地维护私法自治不被过度干预和滥用，亦可妥当地判断
相关的权利行使之主张应否得到支持，因而意义重大。在比
较法上，将比例原则适用于民法早已成为一种常态。例如，德
国联邦宪法法院广泛地运用比例原则的基本原理审理民事案
件;〔5〕63 － 65在我国台湾地区，法院在审理解雇、竞业禁止、邻地
关系、回复名誉之适当处分等诸多民事案件中，也广泛地运用
比例原则作为裁判的基本理论依据②;在大陆，也有法官在审
理民事案件时自觉地运用比例原则的基本原理展开分析和论
证③。由于比例原则在民法上具有上述之意义，因而有学者
主张比例原则应当作为欧洲民法的一项一般原则④。
事实上，若干民法制度本身已经蕴含了比例原则的基本原
理，而将比例原则确立为民法的基本原则，也可为相关制度和
规则的操作与适用提供进一步的指引。例如，在相邻关系中，
判断一方利用相邻不动产的行为是否构成正当的权利行使，判
断者必须同时考量如下要素:对相邻不动产的利用是否有助于
达成所有权行使之目的(适当性) ?是否选择了对相邻不动产
限制最轻的方式进行利用(必要性) ?对相邻不动产的利用是
否对相邻不动产权利人造成了过大的限制(均衡性) ?如果对
相邻人的权利造成了过大的限制，就不应认为其是正当的权利
行使而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上述这些考量要素无疑在实
质上反映了“禁止过度”这一比例原则的精髓，有助于为判断者
提供具有可操作性的思考框架和论证理由，增强判断结果的可
预见性和说服力。“禁止过度”构成了双重性质的比例原则的
核心和精髓。将比例原则引入民法，就是为了达到“禁止过度”
之效果，以妥当地保护民事主体的权利和自由。当然，作为民
法基本原则的比例原则与被誉为民法上的“帝王条款”的诚信
原则之间具有何种关联，值得研究。
(二)比例原则与诚信原则
根据学者考证，诚信原则起源于罗马法⑤。根据审判人
员所享有的裁量权的大小，罗马法将诉讼分为“诚信诉讼”和
“严格审判之诉”两种类型。〔24〕89在“严格审判之诉”中，审判
员需要严格按照程式的要求进行判决，因此，如果程式中没有
记载被告的抗辩，即使审判员明知被告受到了原告的欺诈或
胁迫，被告仍然需要承担责任。在“诚信诉讼”中，“程式中注
明‘按诚信’原则的字样，使承审员可斟酌案情，可以根据当
事人在法律关系中应该诚实信用，按公平正义的精神而作出
恰当的判决，而不必严守法规，拘泥形式”。〔25〕957近代民族国
家建立后，相继开启了大规模的法典化运动。在这个过程中，
诚信原则逐步赢得了其在民法上的辉煌地位⑥。
诚信原则在民法上地位之变迁，昭示了近代民法向现代
民法之转型。近代民法建立在民事主体地位的“平等性”和
“可互换性”两个基本判断之上，恪守“所有权绝对”、“过错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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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朱广新:《信赖保护原则及其在民法中的构造》，中国人
民大学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91 － 113 页;马新彦:《信赖原则在现代私
法体系中的地位》，《法学研究》2009 年第 3 期，第 103 页。
参见李昕:《论比例原则于民法上之运用》，台湾大学法律学
院法律学系 2012 年硕士论文，第 52 － 85 页。
如“车顺康等与屠根美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上诉案”，〔法宝引
证码〕:CLI． C． 1795504。
参见〔德〕诺伯特·赖希:《何谓欧洲民法的一般原则?》金晶
译，《财经法学》2015 年第 6 期，第 117 页。
参见徐国栋:《民法基本原则解释》，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 年
版，第 89 页。
《法国民法典》在第 1134 条第 3 款规定:“前项契约应依善意
履行之。”《德国民法典》第 242 条规定:“债务人应依诚实信用之要
求，并参考交易上之习惯，履行其给付。”《瑞士民法典》第 2 条明确规
定:“任何人均应依诚实信用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在法国民法上，诚
信原则只在契约领域发挥作用;在德国民法上，诚信原则成为债法上
的一项基本要求;在瑞士民法上，诚信原则进一步上升为一项民法上
的基本原则，适用于一切民事权利的行使和一切民事义务的履行。
任”和“契约自由”的基本理念。但是，随着科技进步和工业
革命的开展，出现了诸多严重的社会问题，契约自由成为了强
者剥削弱者的制度性工具，“平等性”和“可互换性”之判断已
经无法适应于新的时代。为了克服传统民法追求形式平等而
忽视实质正义的弊端，人们进行了艰苦的探索，在这个过程
中，诚信原则的地位和重要性日益凸显。本来，根据传统民
法，只要权利人拥有权利，其就可以自由地行使其权利，而不
论其后果如何。但是，根据诚信原则，权利人在行使权利时必
须遵循诚实信用之要求，否则将不会受到法律的保护。因为，
“诚信原则适用的逻辑就是否定真正的权利人的权利行
使”。〔26〕18由于诚信原则具有保障实质平等的重要功能，推动
了民法的现代转型，因而被学者誉为民法上的“帝王条款”①。
现代民法不再局限于对形式正义之追求，要求尽可能地接近
并实现实质正义，而“诚实信用原则则全面体现了实质正义的
理念”。〔20〕59
在现代社会，任何一种权利在内容上都要受到限
定，〔27〕237而这种限定是否妥当，则需经受比例原则的检测。
比例原则要求不能为了实现目的而不择手段，反对用大炮打
麻雀、杀鸡用牛刀，强调诸种相冲突的法益应和谐均衡，禁止
对他人的权利和自由造成过度的干预和限制，因而同样体现
了实质正义的要求。就此而言，比例原则表达了与诚信原则
相同的价值取向。不仅如此，很多违反比例原则的行为，同时
也构成对诚信原则的违反。例如，债权人甲与债务人乙约定，
乙每次付款均应在中午 12 时之前为之，嗣后乙依约清偿了前
八期债务，至最后两期债务时，因为银行业务繁忙，导致送交
甲处时已 12 时 30 分。甲以乙已经迟延 30 分钟为由拒绝受
领，并主张乙应偿还全部借款②。在本案中，乙因客观情况迟
延履行 30 分钟，甲并没有遭受任何实质上的损失，而认可甲
的主张将会严重损害乙的利益，两相比较，在效果上显失均
衡，完全不成比例。因此，甲的主张因违反了比例原则的禁止
过度之要求而不应得到支持。同样，甲的主张也违反了诚实
信用原则的要求，超出了权利行使的正当界限。
尽管如此，比例原则仍不同于诚信原则:民法上的诚信原
则主要是作为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时的一项要求，而比
例原则除了可以作用于权利行使领域，还可以拘束相关的民
事立法和民事司法，要求立法者不可过度地干预和限制民事
主体的权利及自由，司法者在个案中进行利益衡量时也应以
比例原则为指引和参考。而且，在原则内容和运作机制方面，
比例原则与诚信原则也存在较大的不同:比例原则包含了三
个环环相扣的子原则，因而是一种原则性规范，可以直接在司
法层面进行展开和操作;而诚信原则的内涵极具弹性，其是
“给法官的空白委任状”，〔28〕270因而适用起来须极为谨慎，以
免损及法的安定性。适用领域及内容构成的不同，也决定了
比例原则与诚信原则有着不同的功能:比例原则除了可以拘
束国家公权力、要求其在民法领域不能过度而为之外，其还可
以作为一项方法论原则，检视相关的民法规范及当事人的权
利行使之主张，有无过度限制他人权利之情形;而诚信原则主
要具有指导当事人进行民事活动、解释法律和法律行为、填补
法律漏洞等功能③。因此，尽管比例原则与诚信原则在具体
的适用中不可避免地会发生交叉，但是二者仍有构成及功能
等方面的重大区别。
值得探讨的是，比例原则与禁止权利滥用原则之间的关
系。禁止权利滥用是指:“权利人理应自由行使自己的权利，
但其行使的结果明显违反公共利益、违背诚信原则，且危害到
他人权利时，其权利的行使将不能得到允许。”〔26〕21因此，禁止
权利滥用原则与诚信原则之间存在着密切关联④，同时也有
重大区别⑤。禁止权利滥用原则是在对私法自治的负面效应
进行纠偏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因而也体现了实质正义的要
求。与诚信原则一样，禁止权利滥用原则的内涵也具有高度
不确定性的特点。因此，理论和实务上纷纷对其进行了类型
化构造，而其中就包含了违反比例原则的权利行使行为⑥。
所以，比例原则与禁止权利滥用原则在适用上也存在着交叉:
比例原则可以对当事人的权利行使是否构成滥用，提供具有
可操作性的分析工具和论证理由，能够有效防止因判断者擅
断而侵害当事人的自由。同样，比例原则与禁止权利滥用原
则在内容构成、适用领域等方面也有着显著的不同。对此，上
文已有相关探讨，兹不赘述。
四、比例原则在民法上适用的能度与限度
前已述及，民法本身已经蕴含了比例原则的基本精神，而
将比例原则确定为民法上的一项基本原则，可使比例原则在
民法上发挥其所具有的本体论意义和方法论意义。既可将民
法领域的各种强制力量“关进制度的笼子”，也可作为一种分
析和评判现行相关规定和做法之妥当性的方法论工具。当
然，比例原则也不是医治百病的万能灵药，其在民法上的适用
同样存在一定的局限。只有充分认识比例原则在民法上适用
的能度与限度，我们才能去弊就益，更好地发挥比例原则在保
护私权、实现均衡等方面的重要功能。
(一)比例原则与民法的现代化
现代化，是我们身处时代的基本特征，涵盖了技术、社会、
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也“席卷”了科学研究的各个场域。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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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⑤
⑥
参见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226 页。
这是中国有关诚信原则的最早且最重要的判例，参见施启
扬:《民法总则》，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377 － 378 页。
参见王利明主编:《民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5 年版，
第 31 － 32 页。
在诚信原则成为“帝王条款”之后，有学者主张禁止权利滥用
原则构成了诚信原则的次级规范。在具体个案中，主张先适用作为次
级规范的禁止权利滥用原则，避免直接诉诸有帝王条款之称的诚实信
用原则，参见王泽鉴:《民法总则》，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437
－ 438 页。
有学者认为，法院在解释和补充私法关系时应适用诚信原
则，而在法律通过改正或纠正的方式干涉某法律或合同规则时则应适
用禁止权利滥用原则，参见〔瑞〕贝蒂纳·许莉蔓—高朴、耶尔格·施
密特:《瑞士民法:基本原则与人法》，纪海龙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97 － 98 页。
Vgl． Dieter Medicus，Allgemeiner Teil des BGB，10． Aufl．，C．
F． Müller Verlag Heidelberg 2010． S． 65．同样的观点可参见〔瑞〕贝蒂纳
·许莉蔓—高朴、耶尔格·施密特:《瑞士民法:基本原则与人法》，纪
海龙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110 － 111 页。
典的现代化理论建构在“传统———现代”二分法的基础上，认
为现代化“实质上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过程。它是
多层面同步转变的过程，是涉及到人类生活所有方面的深刻
变化。”〔29〕这是从“历时性”的角度对现代化进行展开和叙事。
事实上，现代化也有着明显的“共时性”特征。也就是说，现代
化是“世界范围内人类共享的经验模式和发展成果，从一个国
家或地区推广、传播到另一个国家或地区”。〔30〕不仅后发国家
面临现代化的问题，发达国家同样也面临着经济、文化、社会
等方面的现代化问题。因此，现代化“表达的是一个历史发展
的方向，是某种社会的蓝图”。〔31〕2
民法的现代化是社会、政治和法律现代化的有机组成部
分，其描述的是在现代化的条件下或在向现代化转型的过程
中，人们对民法所提出的“角色”期待以及民法所进行的回
应。这种期待和回应构成了近代以来民法持续变迁之主轴，
而处于此种变迁主轴之核心的，乃是人们对实质正义的渴求。
梁慧星先生指出:“近代民法满足于形式正义，是由对 19 世纪
社会经济生活所作出的两个基本判断，即平等性和互换性，所
决定的。而在 20 世纪的社会经济生活中，作为近代民法前提
条件的平等性和互换性已不存在。导致民法理念由形式正义
转向实质正义。”〔32〕传统民法立基于形式正义，强调维护法的
安定性，而现代民法则转向实质正义，注重实现社会妥当性。
在近代民法向现代民法转向的过程中，诚信原则发挥了重大
功能。不过，诚信原则存在被滥用的可能性，因此，现代民法
在诚信原则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出了情势变更原则、交易基
础丧失、先契约义务等一系列较为具体丰富的原则、规则和制
度，以尽可能地调和社会妥当性与法律安定性之间的紧张关
系。
诚信原则以及以诚信原则为基础的相关制度和规则，在
克服私法自治的弊端方面取得了卓越成就。但是，仅靠民法
自身的传统资源已经无法妥当应对民法在向现代转型过程中
所面临的诸多问题，客观上迫切需要其他理论资源的支持，而
比例原则就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种。将原本作用于公法领域
的比例原则引入民法，并将其作为民法的基本原则，可以严格
地规范国家权力在民法领域的活动，妥当地保护主体的私权，
并可为相关民法制度的更新提供方法论层面的指引。例如，
根据传统民法上的禁治产制度，一旦某人被宣告为禁治产人，
其法律行为能力将被全部剥夺，而无法独立有效地实施任何
法律行为。但是这种做法没有考虑到现实中所存在的禁治产
人的不同情况，在法效果上过于绝对和僵硬。根据比例原则
的基本原理分析，传统的禁治产制度实际上违反了必要性原
则和均衡性原则的要求，即没有在能够达到相同目的的诸种
手段中选择对相对人限制最轻的一种，而且该干预措施(全部
剥夺禁治产人的法律行为能力)与其所追求的目的(保护禁
治产人)在效果上完全不成比例，过度地限制了禁治产人的自
由，因而缺乏价值层面的妥当性。所以现代民法的一个重要
发展趋势就是废弃原有的禁治产制度，或者对其进行实质改
造，以构建出符合比例原则要求的灵活而有弹性的现代成年
监护制度①。
比例原则的精髓在于禁止过度，其以“手段”和“目的”之
关联性作为分析工具，可以对相冲突的法益是否合乎比例作
出恰当判断，因而能够发挥缓和绝对、实现均衡之功效。而民
法上有太多绝对性的规定需要缓和，而是否缓和及如何缓和，
则可基于比例原则作出妥当的判断。例如，两大法系的侵权
法在因过错行为所致的损害赔偿方面，均奉行“全有全无原
则”或“完全赔偿原则”，即“侵权损害赔偿不受侵权人主观心
理状态的影响，无论故意或过失，都要赔偿全部损害”。〔33〕75在
侵权法上贯彻这一原则的目的在于救济受害人，因此，行为人
主观上无论是故意或者轻微过失，在法效果上并无不同。根
据比例原则的基本原理分析，完全赔偿原则在实践中可能有
违均衡性原则的要求，即为了救济受害人(目的) ，要求仅具
有轻微过失的行为人承担完全赔偿责任(手段) ，对行为人的
自由和财产造成了过大的限制，手段与目的之间在效果上完
全不成比例，尤其是当行为人为未成年人时尤其如此。因此，
完全赔偿原则的价值便有进一步检讨的必要②。
正如民法并非独立的自治王国，民法理论研究也应当对
源于其他学科的理论资源保持开放性。“问渠那得清如许，为
有源头活水来。”唯有如此，民法才能不断发展更新，妥当地应
对新的时代所面临之挑战。比例原则表达了一种适度、均衡
的理念和思想，其虽然在公法领域淬炼成型，实乃一项“理性
之行为准则”，在整个法律秩序中具有普遍适用之价值。哪里
存在过度干预人的权利和自由的情况，哪里就有比例原则适
用的余地和必要。因而有学者充满感情地宣称:“在比例原则
的精神家园中，我们始终感觉到人的尊严和权利一直处于核
心地位，人在比例原则之下获得了全方位的尊重和呵护，这也
正是比例原则的旺盛生命力之所在。”〔34〕在民法走向现代化
过程中，比例原则将在方法论层面提供丰富的理论滋养，并可
在本体论意义上确保民事主体之私权不被国家权力过度干
预。
(二)比例原则在民法上适用之限度
魏德士指出:“任何理论只是解决方案的建议，是迈向真
理的一步，因此同样总是可能的错误之最新状态……学者不
能过分地强调其意图与目的，以致认为他的理论是不可反驳
的或者具有对相反意见的免疫能力。”〔35〕11因此，没有任何一
种理论是完美无缺的，比例原则亦不例外。前已述及，比例原
则在民法上具有广泛的作用空间，兼有本体论意义和方法论
意义双重性质，既可对民法领域所存在的过于失衡的法益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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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这也体现了民法现代化所具有的共时性特征。2017 年 3 月
15 日通过的《民法总则》对监护制度作了一定的充实和调整，规定了
成年监护制度。当然，相关规定仍过于简略，有待进一步完善。
在比较法上，完全赔偿原则已经出现了松动。例如，《欧洲侵
权法原则》第 10:401 条规定:“在例外情形，根据当事人的经济状况，
全部赔偿将对被告形成难以忍受的负担时，损害赔偿可以减缩。判断
是否减缩损害赔偿，尤其要根据责任基础、该利益的保护范围和损害
的大小。”参见欧洲侵权法小组:《欧洲侵权法原则:文本与评注》，于
敏、谢鸿飞译，法律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6 页。《欧洲统一私法共同
参考框架草案》第 6:202 条规定:“如果损害不是故意引起的，完全责
任与引起损害一方的责任或损害的程度或预防损害的方法是不成比
例的，在公平和合理的前提下，一方可以免除全部或部分赔偿责任。”
参见〔德〕克里斯蒂安·冯·巴尔:《欧洲 ＜共同参考框架草案 ＞及其
第六编“合同外责任”》，朱岩译，《法学家》2009 年第 4 期，第 67 页。
突进行矫正，亦可妥当地约束法官的自由裁量，因而具备担任
一项民法基本原则的地位和资格。不过，我们也应清醒地看
到，比例原则在适用上存在侵害私法自治的可能性，其在民法
上的适用同样面临“禁止过度”的问题。
私法自治，也被称为“私人自治”，其是“个体基于自己的
意思为自己形成法律关系的原则”。〔36〕1也就是说，私法自治
提供了受法律保护的自由，从而使自己决定成为可能。〔37〕79私
法自治建立在这样的设想基础上:“个人可以通过自由决定自
主安排其私人生活，而无须国家协助或监护。个人的平等和
自由将会产生人类共同生活的最优规则。”〔38〕25不过，这样的
设想被证明是不现实的:腰缠万贯的富人与一贫如洗的穷人
在机会和资源的占有上不可能平等，自由成了少数有钱人的
自由，广大劳动者为了生存不得不接受各种苛刻的条件。离
开国家的干预，完全让各种力量自由竞争，难以产生“人类共
同生活的最优规则”。因此，现代以来，私法自治受到了越来
越多的限制，诚信原则已然成为民法上的“帝王条款”。不过，
对私法自治的限制，并不是为了取消私法自治，而是要求当事
人在实施法律行为时需要同时考量他人和社会的利益，从而
更好地实现私法自治的价值。私法自治终究还是私法上的一
项主要和基本的法律原则。〔39〕24
因此，就契约行为而言，只要其是双方自由意志之下的意
思表示一致的结果，原则上就应当承认其效力。即使当事人
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在外人看来并不均衡，只要这种不均衡
状态出自当事人的自由意志，就不应轻易否认其效力。而比
例原则的适用，则可能从根本上否认相关法律行为的效力。
因为，比例原则的功能在于禁止过度，以促使诸种相互冲突的
利益及法益和谐均衡。〔8〕35故而法益状态不均衡的法律行为难
以通过比例原则的检视。根据私法自治的基本精神，只要当
事人能够接受这种不均衡的法益状态，就应当尊重当事人的
意志和选择，就不应轻易地否定其效力。而且比例原则的适
用通常委由第三人进行，其所做出的判断是否符合当事人内
心的期望亦未可知。因此，比例原则与私法自治之间存在潜
在冲突的可能性。也就是说，比例原则在民法上的适用，同样
需要讲求“适度”而不能“过度”，以免动摇私法自治之根基。
不过，如果此种法益的不均衡状态并非出自当事人的自
由意志，而是双方的地位、实力相差悬殊所致，此时比例原则
即有介入之必要。因为，此时当事人之间在实际地位上并不
平等，处于弱势地位的一方不可能进行真正的意思自治。于
此情形下，法官便可透过比例原则之操作，矫正此种失衡的权
利义务关系，以实现实质正义。梅迪库斯指出，在私法自治下
所产生的权利之妨碍，已经由参与者表示了同意，此时的检验
标准自应予以减弱，而在合同当事人一方拥有显著优势，以致
在事实上由单方决定合同条款时，立法者便有义务对其进行
规制，使之恢复均衡。〔5〕61卡纳里斯也认为，禁止过度在私法上
的适用，并不是要大规模地干预私法自治的核心领域或实体
内容，而恰恰是为了应对其被缓慢掏空的危险。〔9〕781
因此，比例原则既存在侵害私法自治的可能性，亦能有效
地维护私法自治不被滥用:在私法自治理念能够有效运作及
实现的场合，并无比例原则适用之余地及必要，而在私法自治
运作机制失灵的情况下，比例原则即可介入其间，发挥恢复均
衡、保障平等的重要作用①。由是观之，与诚信原则一样，比
例原则在民法上的适用也是一把“双刃剑”:运用得当，则能
收均衡法益、缓和绝对之功效;运用不当，则会损及私法自治，
危害当事人的权利和自由。一言以蔽之，私法自治的固有领
域构成了比例原则在民法上适用之“限度”。
五、结论
比例原则自从诞生以来，便在公法领域一路高歌猛进，攻
城略地，斩获桂冠无数，被学者誉为“公法上的帝王条
款”、〔17〕442世界各国调整宪法权利的最重要的原则。〔40〕155相形
之下，比例原则在民法上的地位仍处于不清晰状态。通过探
析比例原则的理论基础，可以发现其表达了一种适度、均衡的
理念和要求，因而是一项“理性之行为准则”，能够作用于包
括民法在内的整个法律秩序。比例原则的精髓在于禁止过
度，在具体操作中，其以“手段—目的”之关联性作为分析工
具，可对相冲突的法益是否合乎比例作出妥当之判断，反对主
体的权利受到过度地干预和限制，因而能够实现诸种相冲突
之法益间的和谐均衡。
比例原则具有本体论意义和方法论意义双重性质。在民
法上，比例原则不仅可以发挥其本体论意义，确保民事主体的
自由不被国家权力过度干预，亦可在方法论层面发挥重要功
能，为判断者在个案中进行利益衡量提供具有可操作性的思
考框架和论证理由，助力民法的现代转型。因此，“比例原则
作为对社会行为中目的理性的全面与凝练的概括，作为利益
衡量的基本方法，其作用领域并不仅仅局限于宪法与行政法
领域。在私法中，比例原则的利益衡量方法，也应得到全面的
运用。”〔41〕当然，比例原则在民法上既有上述重要之功能，也
有侵害私法自治之可能。判断者不能轻易以自己的判断代替
当事人的判断，私法自治仍是现代民法最根本之原理。
民法基本原则具有开放性的特征，比例原则具备担纲一
项民法基本原则的基本品质。其与诚信原则表达了相同的价
值取向，均旨在谋求实质正义之实现，同时二者在适用中也存
在交叉，但是二者在构成内容、适用范围及具体功效等方面仍
有不同。比例原则在民法上具有重要的体系性价值和方法论
意义，这并不是某一位学者的个人观点，也不是某一个国家的
价值选择，而是比较法上的一项普遍经验和做法②。哪里存
在过度干预人的权利和自由的情况，哪里就有比例原则的适
用。承认比例原则在民法上的适用，承认比例原则适用于民
法的重要性，就是为了更好地保护民事主体的私权，就是为了
更好地捍卫私法自治的价值。在民法典编纂的时代背景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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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比例原则还可确保私法自治不被国家权力过度干
预。由于这是本体论意义上的比例原则的题中之义，本文不再详细展
开。
我国学者邱静博士通过剖析英国和欧洲人权法院的相关案
例，对于在私法关系中适用比例原则的成因及其价值进行了较为深入
的探讨，这也从侧面加强了本文的观点，即比例原则应当成为民法上
的一项基本原则。参见邱静:《论比例性原则在私法关系中的运
用———以英国和欧洲人权法院案例为视角》，《当代法学》2016 年第 1
期，第 112 － 120 页。
我们应当不失时机地将比例原则引入民法，以推动民事立法 和民法学研究的现代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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